踏遍青山，只为寻找民族音乐之根

                ——记弥勒县民族音乐学家杨光宏

（红河学院音乐学院  岳炳丽）

从弥勒县文化馆同学那里得到杨老师采集记录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弥勒少数民族民歌》一书后，经数日的学唱渐渐被书中搜集的弥勒各少数民族民歌所吸引。本书搜集的民族民间歌曲共152首，包含10个少数民族民歌，本书在《概述》中详细地介绍了弥勒县各民族居住的地理环境以及生活习俗、民歌的种类、民歌的特点等等，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更是对杨老师几十年艰辛的付出感到深深的敬佩。

杨老师从小就喜爱音乐、戏剧、美术以及文学，十岁时开始自学简谱知识和胡琴、口琴、笛子等乐器。还在上小学时就参加师生合演的花灯剧，并在剧中扮演主要角色，经常用胡琴为师生的演出伴奏。初中高中时担任学生会的宣传委员，不但负责文艺晚会的排练演出，还在许多歌舞小戏中担任主角和乐队伴奏，在几年的实践中，杨老师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音乐艺术人才。

由于在音乐艺术方面的特有才气，1965年杨老师得以进入弥勒县滇剧团、文工队工作，在此期间曾担任乐队队长和文工队队长兼音乐创作、乐队伴奏，工作之余还自修作曲、和声、配器等专业课程。为40多部滇剧和花灯剧创作音乐，期间还创作歌曲和舞蹈音乐作品近百个。

自1980起年，杨老师就在弥勒县文化馆工作，主要负责艺术学科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少数民族民歌》、《器乐》、《戏曲》、《曲艺》、《民族民间舞蹈》五大项目的集成工作。其中，除《民族舞蹈》是与他人合作完成，其余四部均为他本人独立完成。在负责集成工作的二十多年间，杨老师的足迹踏遍了弥勒县14个乡镇，128个自然村， 采访民间歌手艺人500多人，录制民族民间音乐磁带120余盒，共收集民族民间歌曲和乐曲1000余首。

经县委宣传部、县民委、县文体局和文化馆的审定，由杨老师收集整理编辑的《弥勒民歌》、《弥勒少数民族民歌》、《弥勒民族民间音乐》、《弥勒洞经音乐》、《弥勒花灯音乐》以及《弥勒彝族吹打音乐》共六部集成油印成册，计180余万字，除此之外，杨老师还参加了《红河州花灯》集成卷的采编工作。曾多次出席国家、省、州召开的音乐研讨会，撰写发表音乐学术论文10余篇，计17万字。主要业绩已载入《世界名人录》、《世界华人专家名典》、《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中华名人大典》、《中国专家大辞典》等10余部文献中。

可是，在这些光鲜和耀眼的字眼背后，却凝聚着杨老师几十年的艰辛和汗水。下面的故事讲述的仅是杨老师多年下乡采访收集音乐的一个小插曲：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切文化艺术都被视之为封资修受到批判，民族民间音乐更是难以幸免。直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种全会后，中央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发出《收集整理我国民族民间音乐遗产规划》文件，紧接着省州根据中央指示下达了有关文件，从中央到地方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展开了规模宏大的集成工作。弥勒县集成工作于1980下半年开始组织专业人员直接深入到各个民族聚居的村寨进行调查、收集、记录工作，杨老师就是其中的一员。在那个年代，交通非常落后，无论去哪个村寨都得步行，遇到雨天，则是泥滑路烂，举步维艰。

可是，这都不算难，更难的是工作的阻力非常大。受文革思潮的影响，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还停留在文革时的观点，对民族民间音乐艺术仍视如毒蛇猛兽，多年严酷的阶级斗争使干部群众还心有余悸。尽管集成工作人员做了许多宣传、动员工作，很多民间歌手和艺人始终不敢开口演唱和动手演奏。部分不明事理的干部和群众不但抵制、阻挠开展工作，甚至把到村里采访的工作人员当“特务”和“坏人”抓捕。

1981年7月，杨老师独自一人到弥勒县五山公社采集民间音乐，听说五山拉里白村有几个阿哲小伙子很会唱山歌，就挨家挨户地去寻找，可是找到的小伙子都推说不会唱，也不愿透露姓名，经杨老师再三说服、动员才说出实情：“不是不愿唱，而是不敢唱”。后在杨老师耐心的解释和劝说下，小伙子们才说，不兴在村子里唱。在小伙子们带领下，杨老师和小伙子们来到离村子一里远的山林里，小伙子们终于开始唱起来了……不知不觉唱了快一小时了，小伙子们的唱兴还很浓，而且越唱越有精神。可正当小伙子们越唱越高兴时，天气突然变化，瞬时满天乌云翻滚，暴雨即将来临，采集工作不得不结束。匆匆告别小伙子们，杨老师又孤身一人赶往下一个采集点——新哨公社火木龙村。

从五山公社的拉里白村到新哨公社的火木龙大约十公里山路，可是才走出一里多路，天气更加恶化，一瞬间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一个个响雷在头顶上空炸响，吓得人心惊胆颤，恨不得有个地方可以钻进去。瓢泼大雨铺天盖地而下，狂风卷着蚕豆大的雨点迎面打来，直打得头脸及身上生疼，眼睛睁不开，腿脚迈不出去。因害怕雷击，杨老师不敢在树林里避雨，只得蹲靠在路边一个土崖子下暂避风雨，想等雨小一些再走。可是老天好像是故意考验人的意志，暴雨从下午三点一直下到六点半都不停，眼看天色将晚，再待下去恐凶多吉少，顿时心慌意乱的杨老师只有背起背包，顶风冒雨赶路。“由于山高坡陡，泥滑路烂，身上又背着十多公斤重的录音器材，雨水汗水湿透了全身，打湿的裤子裹住双腿，泥巴粘住鞋子，每迈出一步都很吃力，只得甩掉鞋子赤脚行走。再加上有时上坡，有时下坡，只好加上双手爬行，连滚带爬，三步一跤、两步一跌，浑身被稀泥巴裹成个泥人．．．．．．”可以想象当时有谁在半路遇到杨老师可能要被吓个半死。

到晚上九点多钟，杨老师终于来到了目的地——新哨公社火木龙村。打着手电摸进村子，正分不清东南西北时，从小巷子迎面走来一个中年男子，大概是被杨老师的摸样吓着了，离杨老师还有三米远的地方就转身往回急走，杨老师急忙跟上去问这里是不是火木龙村，那男子边走边回答“是”，杨老师又问“供销社在哪？”，男子回答一声“在前面”就跑得无踪影了。杨老师心理踏实了许多，心想先去供销社买点糕点充饥，休息一下再作打算。正在这时，路旁突然跳出四五个汉子，手里拿着木棍和锄头将杨老师团团围住厉声盘问“从哪里来的？来干什么？”还没等杨老师回答，其中一个汉子恶狠狠地抢过杨老师的背包用手电筒照着翻出包里的录音机、磁带、电池等物，并问“这是什么？”杨老师忙告诉他们是录音机和录音用的磁带，可他们不相信，因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东西，以为是电影里常说的特务用的发报机和电台。不一会儿，杨老师周围就围上了三四十人，十多只手电筒齐刷刷地照过来，一个个用愤怒而惊恐的目光注视着浑身裹满泥巴、蓬头垢面的“特务”。杨老师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莫明奇妙，更不知将会有什么大祸临头。正在这剑拔弩张之时，隐约听到有人小声问：“他是什么人？”又有一人小声回答“听说是特务”。杨老师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被误认为是“特务”了。接下来，杨老师差点被用绳子捆起来，还好一个小学老师提议让从县上刚调到新哨公社的党委书记来核实一下到底是不是县文化馆的。党委书记的老家是火木龙村的，那天刚好在家，谢天谢地党委书记是杨老师的同学，就这样杨老师才得救了。事后，党委书记见到杨老师总是开玩笑地叫他“特务”。类似这样的事件不只一次，有一次到竹园公社雨果村采集花灯歌舞音乐也被一些民兵误以为是“坏人”扛着筒炮枪连夜追了四公里多路，被吓得魂飞魄散的杨老师在惊慌失措中“逃”到竹园街后才得以脱险，真是太危险了！
 民族民间音乐集成真是来之不易啊！如今我们拥有前辈们用汗水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采集来的众多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瑰宝，应该怎样保护和传承是我们每一个音乐工作者要深入思考和重点研究的问题。

   由于诸多原因，如今少数民族聚居的中小学也大部分脱离了本土音乐教育，在我校音乐学院的少数民族学生中，能用母语演唱的学生很少，且很少有会唱自己家乡民歌的。要保护和传承本土少数民族优秀的音乐文化遗产必须要建立一整套规范系统的传承体系，要有专门的人才队伍，更要借助学校传承这一重要园地，才能有计划地一步一步实施。 

2009年寒假我给函授学员上课时曾做过一次“红河州中小学音乐教师教学现状调查”，其结果很令人担忧，许多特招的音乐教师到了学校后，大部分只是作为兼职音乐教师，慢慢地就改行教语文或其它课程了。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教师，有的根本不会唱本土少数民族歌曲。有的教师也由于从小接触本民族歌曲较少，即便有传承本民族音乐的意识，但还需要进行相应的培训。在杨老师搜集整理的《弥勒少数民族民歌》一书中，详细地介绍了弥勒县各民族民歌的种类、演唱形式和演唱风格等，对我们学唱本土歌曲很有帮助。如果将这些民歌通过筛选，再加以提炼和补充，就可以作为弥勒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乡土教材。而要让中小学音乐教师能够胜任这一艰巨的任务，笔者认为还需从地方高校的音乐专业学生培养规划方面入手。

首先，在本地高校成立“本土音乐文化”研究室，聘请当地有影响的民族民间音乐学家作为客座教授，长期指导师生的学习和研究。其次：

（一）政策上寻求支持，包括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新闻媒体等。

（二）争取招生制度的倾斜，让文化课并不是很优秀，但极有音乐天赋的少数民族学生能作为“特招生”进入大学深造和进行专门培训，毕业后“定向”回到自己的家乡承担传承本民族音乐的重任。

（三）院校加大扶持力度，加快特色科研步伐，走科研指导教学，教学促进科研的路子。在原有的《民歌集成》基础上，努力完善各种教材，包括民歌的演唱、录制和音像制作等资料，让各大中小学都能资源共享。

（四）为本地区中小学编撰一套生动易学、图文并茂的乡土教材。让家乡的孩子都会唱本民族的歌，会吹奏本民族乐器，会跳本民族的舞蹈，培养学生与家乡人民同欢同乐的情感，为建设家乡、繁荣家乡的音乐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后记：本文征得杨光红老师同意，并根据杨老师提供的材料撰写，在此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向杨老师说声谢谢！愿杨老师辛勤耕耘的民族音乐之花在校园这一传承园地开得更加艳丽！

